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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酉拟上封事》所见朱熹晚年的政治寄托

祁琛云 蒲 圣

摘 要：朱熹一生大部分时间远在江湖，但他对朝政的关注从未减弱。他于淳熙十六年（1189年）撰成的

《己酉拟上封事》从正心、齐家、区别正邪和抑私恩等十个方面为新即位的宋光宗提出了详尽可行的治国方略，

其中蕴含着朱熹对治国之道的深刻理解和对国家社稷的赤诚关切，尤其是其融理学思想与治国之道于一体的

政治表达及对皇帝的政治寄托，极具感染力。然而，朱熹并不了解光宗的品性与能力。实际上，光宗是一位性

格有缺陷的平庸皇帝，他偏执、猜忌心强且身患精神疾病，在他短暂的统治期间，后宫干政及两代帝王之间关系

的恶化成为主要政治事件。绍熙内禅结束了光宗短暂而混乱的帝王生涯，也宣告了朱熹政治寄托的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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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一生留下了大量奏章、书札等政论性

文章，它们是学界研究朱熹思想的重要资料①。

其中有六道奏疏是以“封事”，即用密封奏章的

名义撰写的，学界将其统称为“朱子封事”。这

组“封事”奏章集中体现了朱熹作为政治家和思

想家的政治抱负与哲学思想，他以说教的方式，

试图用儒家伦理规范将皇帝塑造成“三代”圣王

式的统治者，通过对皇帝本人的思想洗礼，实现

其关于王朝中兴的政治抱负。六道封事奏疏分

别撰写于孝宗和光宗两朝，贯穿朱熹三十余年

的从政生涯，完整地反映了其治国理念、政治主

张及理学思想。其中《己酉拟上封事》是一道尚

未正式上奏的草疏，所以并未引起学界关注，但

这道草疏却充分体现了朱熹融理学思想与现实

政治于一体的政治表达，是一代儒学宗师对新

君初立时的殷殷教诲和高度期待。这既是朱熹

将儒家理想的施政理念加诸南宋现实政治的尝

试，也是宋代士大夫浓厚的“三代情结”的具体

表现。宋人对夏、商、周三代的政治模式表现出

异乎寻常的钟爱，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理想

的治理模式，并一直以效仿三代、回归三代为目

标。朱熹也不例外，在《己酉拟上封事》中，他努

力将德才平平的宋光宗塑造成三代圣王的形

象，但宋光宗庸劣的个人素质及短暂而混乱的

执政生涯导致朱熹的努力付诸东流。随着绍熙

内禅的发生和光宗的退位，朱熹试图借助三代

楷模效应和儒家政治思想改造南宋政治现状、

实现王朝中兴的政治寄托彻底破灭。

一、朱熹从政的时代背景与政治抱负

朱熹是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和教

育家，但较少有人认为朱熹是政治家，这与我们

对政治家的评判标准有关，在以往固有的观念

中，主要以个人在官场中的地位和成就来衡

量。就宋代而言，只有朝廷重臣（宰执）或与之

相当的高官才能被称为政治家。而朱熹的最高

职务是荆湖南路安抚使，即路一级的最高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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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官，在宋代属于中级官员，自然称不上是所谓

的政治家，加之朱熹在官场的时间比较短暂，与

他在思想文化与教育方面的伟大成就相比，其

在政治上的表现可以忽略不计。即便如此，在

笔者看来，朱熹仍不失为南宋历史上一位重要

的政治家。他虽未登高位，但其继承自三代圣

贤的政治理想、全面而实用的治国理念，以及在

有限的仕宦经历中对儒家治国平天下政治抱负

的践行，足以让他跻身政治家行列。

朱熹生于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 年），此时

正值北宋灭亡、南宋初立的乱世。虽然南宋政

权几经波折终于在杭州稳定下来，但作为偏安

东南的王朝，却始终面临来自北方金朝的严重

威胁以及恢复中原的政治压力。因此，在整个

高宗绍兴时期，如何处理与金朝的关系（绍兴和

议前的战与和）、如何面对宋金的君臣关系（绍

兴和议后的政治屈辱）一直是国家政治生活的

主题②。从最高统治者到普通官僚士大夫，都在

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即便是最普通的

读书人，也高度关心国家命运与现实政治，并衍

生出了浓厚的忧患意识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政治

冲动，而朱熹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成长、中

举以及进入仕途的。

朱熹青少年时代正是宋金鏖战的绍兴前

期，当时他虽然随父亲在远离战火的福建路读

书，但作为高度关注国家命运的主战派，其父朱

松对王朝国家的关心及其政治倾向，对少年时

代的朱熹影响深远，因此朱熹于高宗绍兴十八

年（1148 年）由进士及第后，同样以报效国家、治

平天下为志向③。但由于当时人微言轻，无法对

朝政产生影响，仕途初期的朱熹将注意力主要

放在了基层治理和解决民生问题上。朱熹出仕

的第一任是出任泉州同安县（今福建省厦门市

同安区）主簿，他以“敦礼义、厚风俗、戢吏奸、恤

民隐”［1］的理念治理基层，消除了困扰当地多年

的积弊。也许是对秦桧主导下的政治氛围不适

应，同安县主簿任满后，朱熹不求仕进，而是以

求学著述为主，其间拜李侗为师，精研二程学

术。直到绍兴三十二年（1162 年），宋孝宗即位，

三十三岁的朱熹在政治上看到了希望，应诏上

书言事，力劝孝宗皇帝北伐中原、反佛崇儒、讲

学明理，之后又连续上了三道奏折，一论正心诚

意，格物致知之学；二论外攘夷狄，恢复中原大

计；三论内修政事之道，反对宠信佞臣④。可惜

没有被采纳。之后他婉拒了国子监武学博士的

任命，回到崇安县（今福建省武夷山市）赋闲讲

学著述。这期间朱熹秉承传统士大夫在朝相

君、在野为民的理念，关心民间疾苦，帮助百姓

解决民生问题。如乾道四年（1168 年），崇安县

发生水灾，朱熹劝说当地富民赈济灾民⑤。乾

道七年（1171 年），为解决百姓灾年生计问题，创

建社仓⑥。作为民间公益慈善机构，社仓既可以

在灾年为民众提供生活保障，也有效减轻了朝

廷的赈灾压力，被许多地方仿效。直到孝宗淳

熙五年（1178 年），赋闲多年的朱熹被任命知南

康军（今江西省九江市），但到任不久却适逢大

旱，他通过兴修水利、抗灾救荒，为灾民提供了

基本的衣食保障。在视察水利工程期间，朱熹

发现了白鹿洞书院的旧址，后经由其倡导，白鹿

洞书院得以恢复⑦。由于朱熹在荒政方面的突

出贡献和丰富经验，淳熙八年（1181 年）浙东路

发生旱灾后，宰相王淮推荐朱熹出任提举浙东

常平茶盐公事，专门负责赈灾⑧。之后朱熹因

在浙东劾奏前台州知州唐仲友不法事，被唐氏

的姻亲王淮所忌惮，很快便卸任并返回闽中，其

间朱熹完成了《四书集注》⑨。直到淳熙十六年

（1189 年）宋光宗即位，年届六旬的朱熹再次应

诏上书言事，并先后知漳州、潭州⑩，所到之处以

兴学校、播儒教、督吏治、劾奸佞、敦民风、减赋

税为己任，在潭州期间，还扩建了岳麓书院。

纵观朱熹的仕宦生涯，虽然在职时间短暂，

但他始终将国家社稷和民众疾苦放在首位，无

论身处何种境遇，始终不忘维护王道、振兴国

力、恢复中原之初心，一有机会便上书皇帝，为

朝廷建言献策。在任职地方及赋闲期间，朱熹

以解决民生问题和传播学术为己任，努力践行

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

若用一个词语来概括朱熹的政治生涯，那

就是忧国忧民，这一点与北宋士大夫范仲淹、王

安石等人是相同的。他们的从政目标是解决国

计民生中存在的问题，如果其政见不能为当朝

所用，宁可辞官不做。绍兴年间秦桧当政，朱熹

主动引退；孝宗初期上言不被采纳，朱熹果断辞

去职任。这充分体现了朱熹从政不为做官的气

《己酉拟上封事》所见朱熹晚年的政治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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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也是他为官时间短暂的主要原因。

宋代士大夫以治国平天下作为读书做官的

志业，但每个人实现理想的方式和途径是不一

样的，如范仲淹和王安石，他们身居高位，通过

调整国家制度改变社会现状，实现治国平天下

的理想；北宋名臣蔡襄、南宋名宦袁甫则致力于

地方建设；北宋大儒胡瑗、程颐在官场失意后通

过潜心儒学、传承学术，在官场之外更广阔的领

域继续弘扬儒家政治理想；与朱熹同时期的陈

傅良、叶适等人则通过兴办教育、培养实用人

才、发展社会经济，实现经世致用的抱负。

与诸多前辈贤达相比，朱熹将政治抱负的

实现，更多地寄托在皇帝身上，他曾对宋孝宗、

光宗两代帝王表达了同样的期盼。在《戊申

封事》中，他对孝宗言：“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

端无穷而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

也。故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人

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于正。”［2］590-591

在时隔一年的《己酉拟上封事》中，朱熹对刚即

位的光宗说了几乎同样的话：“臣闻天下之事，

其本在于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于一心。故

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

一邪，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2］618 这里的“心”，

指的是“人的理性的主观意识”，其实就是皇帝

个人的主观意识。朱熹秉持的是圣王明君的治

国理念，他认为只要君主足够英明神武，国家就

会繁荣昌盛，因此才会反复强调天下之事系一

人之身，这也充分体现了朱熹将国家的前途命

运寄托于君主一人的政治理想。也正因如此，

他才会在耳顺之年上书皇帝，不惜笔墨长篇大

论地和光宗皇帝探讨治国之道，劝导光宗如何

通过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等方式达到帝王的最

高境界。《己酉拟上封事》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与

背景下问世的。

二、《己酉拟上封事》中朱熹为光宗

描绘的圣君形象

虽然朱熹一生大多数时间都游离于朝堂之

外，以著书讲学为主业，但他对朝政的关注从未

减弱，并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向皇帝上书，表达

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治国理政思想。在《己酉拟

上封事》之前，他就曾多次上书孝宗，讨论朝政

要务与治国之道。可惜晚年的孝宗因受到太上

皇高宗的牵制及北伐无望的影响，早已没有了

振兴国运的雄心壮志，导致朱熹的诸多真知灼

见被搁置，以至于他在《戊申封事》中对孝宗晚

年的政局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称“今日天下之

势，如人之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盖无一

毛一发不受病者。虽于起居饮食未至有妨，然

其危迫之证，深于医者固已望之而走矣”［2］590。

可见朱熹对政治现状的不满。

淳熙十六年（1189 年），孝宗禅位于光宗，新

君初立，让身在武夷山讲学的朱熹重新看到了

希望。刚登基的光宗对名满天下的朱熹非常钦

慕，接连下诏召见，《己酉拟上封事》正是在光宗

主动召对之后撰写的。孝宗晚年的冷漠与光宗

的主动延揽，使朱熹有暮年遇知音的感动和知

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冲动，正如他在封事篇首所

言：“臣适逢斯时，首蒙趣召，且辱赐对，得近日

月之光，感幸之深，其敢无说，以效愚忠之一

二？”［2］617在新君初立的特殊时期，朱熹能够得到

皇帝亲自降诏赐对非常感动与荣幸。

朱熹对光宗的最初印象相当不错，称赞光

宗“有聪明睿智之资，有孝友温恭之德，有宽仁

博爱之度，有神武不杀之威”［2］617。对于资质平

平，甚至有些偏执、惧内的宋光宗来说，这样的

赞美之词多少有些夸大。朱熹对光宗“中兴宋

室”充满了期待，称其“受命慈皇，亲传大宝，龙

飞虎变，御极当天。凡在覆载之间稍有血气之

属，莫不延颈举踵，观德听风”［2］617，将光宗即位

誉为引起世间万物高度关注的人间盛事。

在对光宗大加赞誉之后，朱熹开始非常严

肃地阐述帝王之道。他说：

臣闻古之圣贤，穷理尽性，备道全德，

其所施为虽无不中于义理，然犹未尝少有

自足之心。是其平居所以操存省察而致其

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功者，固无一念之间

断。及其身之所履有大变革，则又必因是

而有以大警动于其心焉，所以谨初始而重

自新也。……今者陛下自储贰而履至尊，

由监抚而专听断，其为身之变革，孰有大于

此者?则凡所以警动其心而谨始自新者，计

已无所不用其极矣。而臣之愚犹窃有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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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诚恐万分有一所以警动自新之目或未

悉举，则衅孽之萌将有作于眇绵之间，出于

防虑之外者。是以辄忘疏贱，而妄以平日

私忧过计之所及者深为陛下筹之。［2］617-618

朱熹认为历代圣贤明君虽然做人做事都合乎道

义，但仍不敢自满，经常通过自察自省克制情绪

欲望、迁善改过。即便如此，当新的使命来临

时，他们还会反思自新。与这些圣贤相比，光宗

由储君到君临天下，身份上的变化不可谓不大，

在朱熹看来，他必须为光宗提前筹划圣王之

道。这既为接下来的进言埋下伏笔，也充分体

现了朱熹高超的说话技巧。

有了前面的铺垫，便顺理成章进入了正题，

朱熹从十个方面向光宗阐述了成为圣君的必备

条件，为宋光宗描绘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帝王形

象。这十个方面分别是：“讲学以正心”“修身以

齐家”“远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

义理以绝神奸”“择师傅以辅皇储”“精选任以明

体统”“振纲纪以厉风俗”“节财用以固邦本”“修

政事以攘夷狄”􀃊􀁉􀁓。

《己酉拟上封事》全文除了第十条失载外，

其余九条均有详尽的内容，下面择其要者加以

解读：

一是讲学以正心。旨在通过讲习儒家经

典，体味其中的义理之道，体察历代治乱兴衰的

经验教训，以此为鉴为戒，端正主观意识和行为

观念。朱熹特别强调皇帝“正心”的重要性，认

为这是成圣的第一步，因此首先劝说光宗要正

心：“臣闻天下之事，其本在于一人，而一人之

身，其主在于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

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则天下之事无有不

邪。”［2］618 这既是朱熹将国家的前途命运寄托于

皇帝一人的政治表达，也是对皇帝道德上的最

高要求。为了说服皇帝，他再次搬出先哲圣王，

称“古先哲王欲明其德于天下者，莫不壹以正心

为本”［2］618，希望光宗以古代圣贤为榜样，以正心

为根本。

对于皇帝而言，每日面对“利欲之攻不胜其

众”［2］618、“货利之殖杂进于前”［2］619的诱惑，想要

始终端正其心，何其之难！于是朱熹借机指出

了讲学的重要性，即所谓：“苟非讲学之功有以

开明其心，而不迷于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

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须臾离焉，则亦何以得此心

之正、胜利欲之私，而应事物无穷之变乎？”［2］619

他认为只有通过讲学，使皇帝不断加强学习，才

能使其保持本心，不受利欲所惑。但讲学也有

正邪之分，只有讲习历代儒家经典和先贤圣王

的治国理政之道，才是讲学的正途。在这里，朱

熹不仅向光宗阐明了正心的重要性，也将帝王

经筵之学的重要性提到了新的高度。

二是修身以齐家。成圣之道的第二步是

“齐家”，于皇帝而言，家事亦是国事，齐家就是

治国，皇帝首先要把家事处理好。正如奏疏所

言：“臣闻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故人主

之家齐，则天下无不治；人主之家不齐，则未有

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盛，圣贤之君能

修其政者，莫不本于齐家。”［2］619对于如何做到齐

家，朱熹认为：“盖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而

夫妇之别严者，家之齐也。妻齐体于上，妾接承

于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齐也。”［2］619这句话

的表面意思是男女有别、尊卑有序，各司其职、

各安其位，实际上是暗中提醒皇帝后宫不能干

政。想要做到“齐家”，就必须“正心修身，动由

礼义”［2］619，从而达到“使之有以服吾之德而畏吾

之威”［2］619的效果。

三是远便嬖以近忠直。意在劝谏皇帝远离

小人，亲近君子。朱熹以古代圣贤为例，称“古之

圣贤欲修身以治人者，必远便嬖以近忠直”［2］620。

他认为君子与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小人

进则君子必退，君子亲则小人必疏，未有可以兼

收并蓄而不相害者也”［2］620。正因为这两类人形

同水火，不能同行并在，所以为了笼络君子，就

必须疏远小人。为了说服皇帝，朱熹还做了一

个形象的比喻，将君子喻为麻、小人比作泥，称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2］620。

皇帝如果和君子为伍，也会受到感染，充满正能

量；如果常与小人相处，就像白沙落在泥中，沾

染小人的气息。这样的劝诫可谓十分直白，既

是对皇帝的劝导，也是对小人的警惕。

四是抑私恩以抗公道。旨在劝谏光宗杜绝

小恩小惠，维护天下公道。朱熹全面地阐述了

皇帝应该如何绝私恩以维公道：

臣闻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

照，故王者奉三无私以劳于天下，则兼临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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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悦而诚

服。倘于其间复以新旧而为亲疏，则其偏

党之情、褊狭之度固已使人 然有不服之

心，而其好恶取舍又必不能中于义理，而甚

则至于沮谋败国，妨德乱政，而其害有不可

胜言者。［2］621

他认为皇帝作为天下共主，就应该像天地包容

万物、日月普照众生一般不偏不倚，只有这样，

才能让民众心悦诚服。如果皇帝以与自己关系

远近为亲疏的标准，偏袒亲近之人，则难以服

众。由此引起的连锁反应就是损害公德、祸乱

朝政，后果不堪设想。朱熹此言暗示光宗即位

之初，“宫府僚属例得褒迁”［2］621的做法会影响到

皇帝的声誉，违背公平正义，因此加以劝说。为

了增强说服力，他还专门引用了唐太宗时期的

故事，称唐太宗曾对臣僚曰：“我昔为王，为一府

作主。今为天子，为四海作主。为四海作主，不

可偏与一府恩泽。”［2］621事实上，新君登基后封赏

旧臣是历代沿袭的惯例，而朱熹之所以反复论

说，就是希望光宗能做到尽善尽美，成为像唐太

宗一样的千古圣君。

五是明义理以绝神奸。由于自然知识匮乏

及受天人感应观念的影响，帝制时代的统治者

往往通过祈禳、祷告等方式求福避灾，一些人利

用统治者的这种心理，以旁门左道迷惑皇帝，获

取利禄，遗祸国家。最典型的是宋徽宗晚年宠

信道士林灵素，导致宫廷充斥神鬼之说，京城内

外谣言四起，最终使金人有机可乘􀃊􀁉􀁔。对于鬼神

之事，朱熹认为：

人之祸福，皆其自取。未有不为善而

以谄祷得福者也，未有不为恶而以守正得

祸者也。而况帝王之生，实受天命，以为郊

庙社稷神人之主，苟能修德行政，康济兆

民，则灾害之去，何待于禳？福禄之来，何

待于祷？如其反此，则获罪于天，人怨神

怒，虽欲辟恶鬼以来贞人，亦无所益。［2］622

对于皇帝而言，只要修道德行仁政，灾祸自去。

否则，即便是再多的祈祷，也于事无补。若皇帝

沉迷鬼神之事不能自拔，那么巫祝妖人便会“乘

间投隙，以逞其奸欺”［2］622，而“诳惑之术既行，则

其为祸又将无所不至”［2］622。为了禁绝此类祸

端，朱熹援引“执左道以乱政，假鬼神以疑众者，

皆必诛而不以听”［2］622 的先王之政，劝诫光宗远

离神鬼之说。

上述五个方面是朱熹从光宗个人的角度提

出的建议，每一条都切中要害，既是光宗成为圣

君的必备条件，也是这篇堪称“帝范”政论文的

核心所在，更是臣子建言时最容易犯忌讳的内

容。朱熹在不太了解光宗性格喜好的情况下，

凭着对国家社稷的一片赤诚之情，直言不讳地

规劝光宗做人做事的道理。宋代政风整体上较

为开明，对犯颜直谏的臣僚比较宽容，这也涵养

出了一批敢于言事的士大夫，如北宋的包拯、南

宋的朱熹等。

《己酉拟上封事》的后半部分是关于治国理

政的具体内容，如“择师傅以辅皇储”条，建议皇

帝重视对储君的培养，早择良师为其讲习圣贤

之道，学习治国理政的本领。“精选任以明体统”

条重在阐述皇帝与宰相的职责，称“人主以论相

为职，宰相以正君为职。二者各得其职，然后体

统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于一，而无多门之

弊”［2］623-624。在朱熹看来，皇帝与宰相应该相辅

相成、各司其职。皇帝的职责是选用贤能之人

为相，宰相的主要职责是纠正君主之失，如果君

臣都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那么朝廷的体制就通

畅了，就不会出现政出多门的乱象。其他如“振

纲纪以厉风俗”“节财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

夷狄”条，则分别论述了厉行法度、改善陋习，节

用减税、巩固民本，修整内政、威慑四夷等治国

方略。

总之，《己酉拟上封事》是一篇优秀的政论

文，充分体现了作为政治家的朱熹对于帝王之

道和治国之策的深邃思考和全面总结。这既

是给新登基的宋光宗的建议，也集中展示了朱

熹的政治智慧与政治理想。正如他在封事开

篇所言，这些条陈建议都是其“平日私忧过计

之所及者”［2］618，是他长期思考并总结积累的心

得体会。朱熹于仕途末期将其治国理政思想

毫无保留地进呈给光宗，实际上是为自己的政

治抱负寻找寄托，他寄希望于光宗能成为一位

英明的君主，实现士大夫所期待的“中兴”盛

世。然而，朱熹并不了解宋光宗的品性与能

力 ，其 政 治 抱 负 也 随 着 光 宗 的 匆 忙 退 位 而

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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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酉拟上封事》所见朱熹晚年的政治寄托

三、光宗的平庸偏执与朱熹

政治寄托的破灭

不得不说，作为政治家的朱熹生不逢时，他

没有北宋的范仲淹、王安石幸运，没能遇到开明

有为的君主，以实现其“得君行道”的宏愿。他

所看重的光宗只不过是一位性格有缺陷的平庸

帝王而已􀃊􀁉􀁕。

宋光宗赵惇是南宋第三位皇帝。作为宋孝

宗的第三子，赵惇并不是储君的最初人选。然

而乾道三年（1167 年）七月，孝宗的嫡长子，即当

时的皇太子赵愭因医官误诊而英年早逝􀃊􀁉􀁖，皇位

继承自然成为孝宗首要考虑的问题。但对孝宗

而言，选择皇位继承人的余地并不大。靖康之

难让赵宋近支宗室几近覆灭，南宋前期，近支宗

室孱弱已是不争的事实，孝宗本人即是以旁支

宗室入继大统的。孝宗一生虽有四位皇子，但

在长子已逝、幼子早夭的情况下，次子赵恺与三

子赵惇成为储君的唯二人选。赵恺与赵惇同为

郭皇后所生，按照惯例，理应立长，但赵恺“性宽

慈”􀃊􀁉􀁗，“福气差薄”􀃊􀁉􀁘，再加上无人辅佐，势单力

孤，早早退出了储位之争，最后只剩下赵惇担当

大任。孝宗不得已以赵惇“英武类己”􀃊􀁉􀁙为由，越

过次子赵恺，在赵惇二十五岁的时候立其为皇

太子。

虽然贵为储君，但赵惇长期生活在父亲孝

宗的阴影中，逐渐养成了懦弱而偏执的性格。

这一性格特征早在赵惇居东宫时便有所显现，

据《四朝闻见录》记载：“光皇春秋已富，又自东

宫尹天府入侍重华，从容启上曰：‘有赠臣以乌

髭药者，臣未敢用。’上语光皇曰：‘正欲示老成

于天下，何以此为？’”［3］54-55不难看出，赵惇借有

人赠他乌髭药来试探孝宗“内禅”的可能性，但

孝宗此时并无意内禅，而是以白发显老成为由

搪塞过去。然而赵惇并未罢休，他一直期盼孝

宗尽早禅位。因此，他一方面乞求于鬼神之术，

希望神灵能助其早登大位，史载：“今所请仙，盖

小陈也。光皇为储副日久，遣黄门召其父以

入。……仙遂降于箕，书光皇以某年月日即大

位。黄门持以入，出则就以酒劳陈，且赠金帛遣

出，戒以归勿语。”［3］54 另一方面，赵惇通过皇太

后吴氏来向孝宗施压。吴氏在孝宗前来问安之

际，向孝宗表明是时候将天下重任托付于皇太

子之意，但孝宗认为“臣久欲尔，但孩儿尚小，未

经历，故不能即与之。不尔，则自快活多时

矣”［4］133。内禅请求再次被拒绝后，赵惇不免心

生怨望。绍兴三十二年（1162 年）高宗内禅时，

孝宗年三十六岁，而光宗的即位年龄远超孝宗，

赵惇“臣已白发，尚以为童，则罪过翁翁”［4］133之语

道出了对父亲孝宗的怨愤之情。

淳熙十六年（1189 年），四十三岁的赵惇终

于等到孝宗主动禅位，他正式即皇帝位，次年改

年号绍熙，含有“将绍淳熙之政”􀃊􀁉􀁚的用意。即位

初期，光宗也曾立志励精图治。在广求直言方

面，光宗即位后三天之内接连颁布三道诏书，第

一道向朝堂内外臣僚求言，让他们指陈时政缺

失；第二道颁给曾任宰执和侍从的元老勋臣，向

他们寻访朝政得失；第三道则是诏两省官员将

内外上封奏章中的重要事项呈报上来􀃊􀁉􀁛。不久，

光宗又诏百官轮对，让轮对官员畅所欲言，自己

则虚心接纳。在减轻赋税方面，光宗即位后的

第三天，就下诏“蠲公私逋负及郡县淳熙十四年

以前税役”［5］695。随后，他又连续下诏减免各地

的苛捐杂税。如当年四月，下令四川应该起发

的经、总制钱存留三年，用以代输当地繁重的盐

酒税。闰五月，又“蠲郡县第五等户身丁钱及

临安第五等户和买绢各一年，仍出钱二十三

万缗振临安贫民”［5］696。八月，减两浙月桩钱岁

额二十五万五千缗，等等。据初步统计，光宗即

位之初，减放各种杂税的诏令就有十多道􀃊􀁊􀁒。绍

熙初期的宋光宗，正如《宋史》所评价：“总权纲，

屏嬖幸，薄赋缓刑，见于绍熙初政，宜若可

取。”［5］710 但是很快，光宗性格中的猜忌、褊狭、

惧内等特点逐渐显现，加之身体疾病的缘故，使

得朝政日益混乱，政局向着不可逆转的方向恶

性发展。

光宗在位仅五年，其主政后期的政局主要

围绕后宫干政及皇帝与太上皇孝宗关系恶化来

展开。绍熙后期，光宗不再勤政，“每旦视朝，勉

强听断，意不在事”［5］12007，沉迷于宴饮、声乐，所

谓“朝夕所从事者，唯有燕乐尔，唯有逸豫尔，唯

闻某处教习乐舞以备宣召，某日押入琴工以娱

声音尔”［6］。对于受言纳谏，光宗也仅流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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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受言之名甚美，用言之效蔑闻。毋乃听纳

虽广，诚意不加，始说而终违，面从而心拒”［7］。

光宗皇帝的体弱多病与厌倦政事为个性强悍的

皇后李凤娘干政提供了机会。李皇后出身将

门，虽长相出众，但性格妒悍，曾惹得高宗不快，

孝宗也多次训诫于她。成为皇后之后，李氏变

得愈加肆无忌惮，不仅大修李氏家庙，而且超额

推恩李氏宗亲，史载：“后益骄奢，封三代为王，

家庙逾制，卫兵多于太庙。后归谒家庙，推恩亲

属二十六人、使臣一百七十二人，下至李氏门

客，亦奏补官。中兴以来未有也。”［5］8654此外，李

皇后还通过制造锦盒断手、贵妃暴死等事件恐

吓、威胁光宗，吓得光宗“噤不知人，但张口呓

言”［4］132。李皇后正是利用光宗惧内的性格弱

点，肆意干预朝政，挑拨光宗与太上皇孝宗之间

的关系。

实际上，光宗与孝宗的父子关系本就不甚

和睦。在立储之争时，孝宗就曾稍微偏向魏王

赵恺，有赖于皇太后吴氏和李凤娘的外戚势力，

光宗得以被立为皇太子􀃊􀁊􀁓。成为储君后，光宗又

熬过了十八年的皇太子生涯而终于即位。在这

期间，光宗通过旁敲侧击、借皇太后吴氏施压甚

至乞灵于神仙的方式急迫地希望继承帝位，但

都被孝宗以“孩儿尚小，未经历”为由搁置下来，

使得光宗心生怨望。宋孝宗退位后居住在重华

宫，最初光宗效仿高宗内禅故事，定期觐见太上

皇孝宗，但每次光宗带领百官觐见时，臣僚对孝

宗的恭敬以及孝宗对光宗的训诫，都令光宗极

其不悦。同时，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孝宗想让光

宗放弃“不慧而讷于言”􀃊􀁊􀁔的皇子嘉王赵扩，立

“性早慧”􀃊􀁊􀁕的侄子赵抦为皇太子。这对光宗而

言显然是难以接受的，在猜忌、偏执且患失心疯

的光宗看来，孝宗在皇位继承人上的表态，不仅

是对嘉王皇太子地位的威胁，而且是对自身皇

位的严重威胁。再加之李皇后与内侍乘机挑拨

离间，导致皇帝与太上皇孝宗的隔阂越来越深，

后来光宗干脆以生病为由拒绝前往重华宫问

安，甚至在孝宗病危及驾崩之际，偏执而又顽固

的光宗依然没有去重华宫探视、守灵。在以孝

治天下的传统时代，天子孝道有亏是无法被容

忍的，于是在太皇太后吴氏的支持下，大臣赵汝

愚、韩侂胄等人以皇帝精神错乱无法继续执掌

朝政为由，直接宣布光宗禅位于太子，拥立嘉王

赵扩即位，史称“绍熙内禅”。更具讽刺意味的

是，名为内禅，实际上光宗本人并不知情，由此

可见这位被朱熹寄予厚望，作为政治理想寄托

的皇帝是多么的庸劣和失败。宋光宗短暂而混

乱的帝王生涯及很不光彩的“内禅”经历，宣告

了朱熹政治寄托的破灭。

结 语

作为影响巨大的历史人物，朱熹在识人方

面独具慧眼，但他晚年却将自己的政治抱负寄

托在了有诸多性格缺陷的光宗身上，的确引人

深思。宋光宗悲剧式的结局证明了他的确不适

合做皇帝，但无论是孝宗还是朱熹，在政治上选

择光宗，均是由于时代的特殊性造成的。对于

朱熹而言，无论皇帝的能力与资质如何，只要他

是天子，在臣下的眼中，就必定是天赋异禀、英

明神武的存在，这一点不容置疑。而朱熹虽是

一位忧国忧民、心系国家社稷，拥有远大政治理

想的官僚士大夫，但他一生未登高位，没有机会

像范仲淹、王安石那样，通过主导国家管理体制

改革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将政治理想寄托于最

高统治者实属朱熹的一种无奈之举。然而光宗

不堪大任，没有按照朱熹的设计成为一代圣君，

在他统治的几年间，南宋王朝的命运不仅没有

改变，而且不断走向衰落，正如《宋史》评价所

言，光宗在位后期，“宫闱妒悍，内不能制，惊忧

致疾。自是政治日昏，孝养日怠，而乾、淳之业

衰焉”［5］710。孝宗以来国家向好发展的局面在光

宗后期走向了衰落。

一生都在维护王道、忧国忧民，为国家兴

盛、百姓安居奔走呼吁的朱熹，在光宗内禅后仍

然没有放弃通过塑造圣王明君形象来实现其政

治抱负的努力。绍熙内禅后，朱熹被任命为焕

章阁待制兼侍讲，不久便接连给新皇帝上书，与

劝诫光宗一样，他要求宁宗正心诚意、读经穷

理，反复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性，希望通过匡正君德

来限制君权的滥用，结果引起了宁宗的不满，很

快便被罢免。庆元初发生了禁锢理学士人的

“庆元党禁”事件，朱熹及其同调受到沉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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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酉拟上封事》所见朱熹晚年的政治寄托

击。庆元六年（1200 年），朱熹在疾病和党禁的

双重打击下病逝。随着朱熹的去世，他的政治

抱负彻底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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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 Xi’s Political Aspiration in His Later Years Reflected in Jiyou Nishang Fengshi

Qi Chenyun, Pu Sheng

Abstract: For most of his life, Zhu Xi lived in reclusion, yet he remained deeply engaged with the politic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the sixteenth year of Chunxi （1189）, he proposed Jiyou Nishang Fengshi—a detailed and
feasible governing strategy to the newly enthroned Song Emperor Guangzong, addressing ten aspects including rectifying
one’s mind, regulating one’s family well, distinction between good and evil and suppression of personal grudge. This
proposal reflected Zhu Xi’s profound insights into governance and his sincere dedication to the country, particularly
demonstrating the political expression integrating neo-Confucianism and governing the country and the political aspiration
for the emperor. However, Zhu Xi misjudged the character and ability of Emperor Guangzong. In reality, Emperor
Guangzong was a mediocre and flawed emperor, plagued by paranoid, jealousy, and mental instability. During his short
reign, the interference of the palace and the deteriora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generations of emperors became
major political issues. The forced abdication ended Guangzong’s brief and turbulent rule, symbolizing the collapse of
Zhu Xi’s political aspiration.

Keywords: Zhu Xi; Jiyou Nishang Fengshi; political inspiration; Emperor Guangzong of the So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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